
碳减排政策是否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基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研究

朱亚君　 　 孙楚仁　 　 覃　 卿

摘要: 碳减排对缓解全球变暖具有重要意义, 但也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同时面

临着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重压力。 本文从出口产品质量的视角出发, 运用中国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这一拟自然实验, 采用 2008—2014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

国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 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减排政策对企业出口产

品质量的影响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提高企业的出口产品质

量, 该效应通过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和进口中间品质量提升效应实现; 低

碳城市试点政策有利于提升企业非环境类产品质量, 且更能提升二氧化碳排放密度

较低、 资源依赖程度较低以及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的研究结

果有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通过合适的环境政策设计实现碳减排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双

赢局面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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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全球变暖不仅给生物多样性、 人类健康、 生态系统带来了负面影响, 也加剧了

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等, 降低碳排放量则有助于缓解全球变暖。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

据显示, 2018 年中国的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0. 76 千克, 而同时期全球范围

内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 0. 41 千克。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自于城市

的商业能源使用, 为了降低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以下简称发改委) 分别于 2010 年、 2012 年和 2017 年分三批次选择不同的低碳试

点城市开展低碳城市试点工作。 迄今为止, 中国低碳试点政策已经覆盖了 6 个省份

和 81 个城市 (县、 区)。 中国在积极降低碳排放的同时, 也面临着外贸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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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挑战。 生产高质量产品被认为是出口成功和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 Amiti
 

and
 

Khandelwal,
 

2013) [1] 。 2021 年, 中央政府发布 《 “十四五” 规划纲要》, 提出了
 

“完善出口政策, 优化出口商品质量和结构” 的要求。 尽管实施低碳政策的最终目

的在于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Chen
 

et
 

al. , 2021) [2] , 但鉴于中国历史

上高耗能、 高污染、 低创新的出口扩张模式, 该政策是否会损害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随着中国低碳试点工作的推进, 大量有关该政策的研究涌现出来。 部分学者分

析了中国低碳试点政策所采用的政策工具与各城市的政策创新 ( Ma
  

et
 

al. ,
2021) [3] , 并评估了中国低碳城市发展情况, 在肯定了低碳城市建设取得的成就的

同时, 也揭示了中国低碳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 Wang
 

et
 

al. , 2021) [4] 。 也有部

分研究发现低碳城市政策有利于生产率提升 ( Guo
 

et
 

al. , 2021[5] ;
 

Chen
 

et
 

al. ,
2021)。 然而该领域的大部分研究主要还是关注其在碳减排方面的效应。 Fu 等

( 2021 ) [6] 、 Huo 等 ( 2022 ) [7] 、 Wen 等 ( 2022 ) [8] 从 城 市 层 面, Chen 等

(2021) [9] 则从企业层面肯定了低碳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具有明显的环境规制特征, 因此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主要基

于两种理论。 第一种是污染天堂假说, 该理论认为当一国采取更为严格的环境政策

时, 以高污染高排放为特征的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会减弱进而遭受损失

(Taylor,
 

2005) [10] ; 第二种理论是波特假说, 该理论认为合理的环境政策所带来的

成本效应会促使企业寻找新的利润点, 从而迫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因此, 从长期

来看, 环境政策会促进企业的创新和技术升级 ( Porter
 

and
 

Van
 

der
 

Linde,
 

1995) [11] , 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两种假说具有内在一致性, 污染天堂假说从

静态的角度强调环境规制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压力, 而波特假说则在考虑成本压力的

前提下从动态视角强调合理设置的环境政策可以刺激企业技术和流程创新, 并提升

企业产品质量。 尽管尚未有研究分析碳减排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但已

有部分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有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徐保昌等, 2022[12] ; 李梦洁

和杜威剑, 2018[13] ; 盛丹和张慧玲, 2017[14] ; 刘家悦和谢靖, 2018[15] ; 王杰等,
2019[16] ; 祝树金等, 2022[17] )。

与此同时, 现有文献已经挖掘出大量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因素, 包括外资自由

化 (韩超和朱鹏洲, 2018) [18] 、 贸易自由化 ( 樊海潮等, 2022) [19] 、 信贷约束

(Fan
 

et
 

al. ,
 

2015) [20] 、 制度质量 ( Lin
 

et
 

al. , 2021) [21] 、 知识产权保护 ( Song
 

et
 

al. , 2021) [22] 、 中间投入品进口 (刘啟仁和铁瑛, 2020) [23] 、 汇率波动 (毛日昇

和陈瑶雯, 2021) [24] 、 反倾销 ( Lu
 

et
 

al. ,
 

2018) [25] 、 生产率 ( Hallak
 

and
 

Sivada-
san,

 

2013) [26] 、 税收政策 ( Kong
 

and
 

Xiong,
 

2020) [27] 、 人力资本扩张 (方森辉和

毛其淋, 2021) [28] 、 技术进步 (沈国兵和袁征宇, 2021) [29] 等。 然而, 以低碳城

市试点政策为代表的碳减排政策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何种影响的研究仍然是

一片空白。 本文利用 2008—2014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合并

数据, 根据中国 2012 年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提供的政策环境,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

析了碳减排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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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边际贡献: 第一, 本文从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

出发, 研究了这类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拓展了有关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决定因素的研究。 第二, 现有关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层面的数

据, 虽然已有部分研究关注了这一政策对企业生产率、 污染排放和企业出口国内增

加值率 (Zhu
 

and
 

Sun,
 

2022) [30] 的影响效应, 但本文主要基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的视角探索了碳减排政策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 第三, 关于碳减排政策是否会损

害企业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力, 本文证明了这一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有助于提高企

业出口产品质量, 从而有助于提升其出口竞争力。 第四, 本文为碳减排政策以及低

碳城市在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的普及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减少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

有助于加快全球气候控制目标的实现, 但与此同时, 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经济增

长、 减少贫困的迫切需求。 本文基于中国的证据表明, 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合适的

政策设计同时实现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的平衡, 进而有利于经

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 政策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 政策背景

2009 年 11 月 26 日, 发改委明确了到 2020 年全国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

比 2005 年下降 40% ~ 45%的减排目标。 其时,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

展阶段。 为了既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又应对气候变化、 降低碳强度、 推进绿色发

展, 2010 年发改委组织开展低碳试点工作, 并且确立和公布了第一批试点地区,
包括 7 个省份以及 6 个地级市。 2011 年, 中国国务院印发的 《 “十二五” 控制温室

气体排放工作方案》 强调要 “扎实推进低碳省区和城市试点, 逐步扩大试点范

围”。 为了响应该文件, 发改委气候司于 2012 年发布了 《关于开展第二批低碳省

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 并新增了 3 个省份、 25 个地级市和 1 个县级市作

为试点地区。 鉴于前两批低碳省份和城市试点工作在推动低碳发展方面取得的积极

成效, 发改委于 2017 年进一步确定了 45 个城市 (区、 县) 开展第三批低碳城市

试点工作①。
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施的过程中, 国家仅对试点地区提出方向上的指引, 而

地方政府则根据国家层面的要求, 进一步制定了更为详细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

耗的长期和短期目标。 通过分析各地方政府发布的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或者

发展规划, 可以得出, 该试点政策开展的任务重点主要包括产业低碳化发展、 优化

能源结构、 节能与提高能效、 增加碳汇和倡导低碳生活模式等五个方面。 相较于其

他类型的环境政策,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同时采用了命令—控制型政策

工具、 市场型政策工具和自愿型政策工具, 是一种综合性的环境政策。 首先, 中央

政府设立了国家层面的总体减排目标, 试点城市的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 产

641

《国际贸易问题》 2023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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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业结构、 能源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 设定具体的约束性碳排放目标, 并将其分解到重

点企业, 采取降低和淘汰落后产能、 绿色建筑节能、 车辆排放标准等命令型政策工具

对企业碳排放进行约束; 其次, 价格、 财政补贴、 拓宽融资渠道、 税费优惠等市场化

手段为政策实施期间的绿色创新行为提供了激励; 最后, 科普和宣传低碳知识、 倡导

低碳消费行为等政策手段有助于增强公众和企业的环保意识, 可以促使企业在追求社

会声誉的过程中自发地实现减排和创新的目标。
大量学者已经肯定了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在碳减排方面的有效性 (Huo

 

et
 

al. ,
2022;

 

宋弘等, 2019[31] ; Chen
 

et
 

al. , 2021[9] )。 本文主要以 2012 年实施的试点政策为

研究对象考察碳减排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 原因如下: 第一, 本文所

使用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截止到 2014 年, 无法对 2017 年实施的第三批政策的效应

进行考察; 第二, 第一批试点政策主要在省份层面展开, 这使得试点城市的随机性降

低, 从而产生更大的样本选择问题; 第三, 部分研究发现, 由于第一批政策处于初始

阶段, 范围过于宽泛, 致使第一批政策未能发挥明显的影响效应 ( Wen
   

et
 

al. ,
2022); 第四, 第一批试点政策与第二批试点政策所确立的任务目标比较一致, 因此

可以通过对第二批试点政策效应的分析为碳减排政策的整体效应提供一定的洞见。
 

(二) 研究假说

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被认为是出口成功和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因而获得了政

策制定者和学术界的关注。 部分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有利于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徐保昌等, 2022; 李梦洁和杜威剑, 2018)。 但作为一种综合性环境政策, 关于低

碳城市试点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研究尚未出现。 从波特假说的视角

出发, 面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要求, 企业可能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反应: 第一, 低

碳城市试点政策制定了严格的碳减排目标和明确的技术标准, 促使企业必须进行技术

投资和设备更新, 这使得企业面临向上的成本压力, 进而倒逼企业进行创新和技术

升级 (Zhou
 

and
 

Zhao,
 

2015) [32] 。 第二,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压力促使企业改善能

源结构,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Liu
 

et
 

al. ,
 

2022) [33] 。 例如, 北京市在开展低碳试点

的过程中强调实施高耗能、 高排放企业的调整和退出工程; 宁波市采用能源审计和

清洁生产审核手段开展重点用能行业的节能降耗工作。 在这种压力下, 企业若要继

续保持其生产运营, 就必须提高其能源使用效率。 能源效率的提升使得企业单位产

出所消耗的能源成本降低。 第三,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试点地区施加了成本压力,
为了在市场上生存下去并维持其利润, 企业可能提高其产品质量进而提升其产品在

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 相较于非试点地区企业, 低碳政策实施后提高了试点地区企业的出口

产品质量。
试点地区的政策保障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首先, 试点地区主张要加大

研发资金投入, 企业可以利用这些政策性研发资金进行流程、 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

技术创新, 尤其是与低碳技术有关的绿色技术创新; 其次, 低碳试点政策强调要重

视培养、 吸引和留住科技人才, 如晋城市主张积极吸引国内外高端人才、 科研机

构, 加强对科技人才的保障; 最后, 试点地区还重视搭建创新成果转化和扩散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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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 如赣州市主张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产学研相结合的低碳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体

系。 这些政策保障以及研发资源的汇聚有利于提高企业和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

(Shen
 

et
 

al. , 2021[34] ; 徐佳和崔静波, 2020[35] )。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施后, 企

业自身生产流程的改善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曲如晓和臧睿, 2019) [36] , 同时城市内其他企业的绿色创新成果可以通过创新网

络产生知识溢出效应, 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溢出效应来实现自身产品质量的升

级。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增强城市绿色创新能力提高企业出口产品

质量。
当面临严格的环境规制时, 企业可能会进行污染外包, 并选择增加进口以减少

自身的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 郭树龙 (2019) [37] 采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
发现中间品进口有利于减少企业的污染排放。 当面临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降低碳排放

量的要求时, 企业需要投入更先进的设备以提高其自身的能源和资源利用率来降低

其产品生产全产业链上的碳排放量。 例如, 为了降低企业的排放量, 北京市通过编

制节能机电设备 (产品) 推广目录和高耗能机电设备 (产品) 淘汰目录来引导企

业的设备和产品升级, 并将调整能源结构、 降低高碳能源比重视为低碳城市建设工

作中的重要手段。 这些手段不仅直接增加了企业短期内的减碳成本, 也挤占了国内

企业用于中间品生产的人力、 资本等基础要素投入, 进而提升了企业所使用的国内

中间品的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可能会选择更多更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以替代

自身的基础要素和国内中间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而有关进口

中间品对产出品质量的积极影响已经被大量的研究所证明 (许家云等, 2017[38] ;
魏浩和张文倩, 2022[39] )。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3: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促使企业使用更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 进而提高其

出口产品质量。

三、 实证方法

(一) 计量模型

为识别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因果效应, 本文构建如下双重

差分模型:

Qualityfct = α + βtreatc × postt + ∑
Nf

n = 1
γnControlnft + ∑

Mc

m = 1
λmControlmct + δf + ηt + εfct

(1)
其中, f 、 c 、 t 分别代表企业、 城市、 年份; Qualityfct 表示城市 c 中企业 f 第 t 年

的出口产品质量; treatc 是一个虚拟变量, 如果城市 c 为试点城市, 则取值为 1, 否

则为 0; postt 也是一个虚拟变量, 如果年份 t 为 2012 年及以后, 则取值为 1, 否则

为 0; Controlnft 和 γn 分别表示第 n个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及其对应系数; Nf 表示企业

层面控制变量的总数; Controlmct 和 λm 分别表示第 m个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及其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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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Mc 表示城市层面控制变量的总数; δf 和 ηt 分别表示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

效应; εfct 表示误差项; β 则代表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效应。
(二) 变量与数据

1.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借鉴 Khandelwal 等 (2013) [40] 的方法测度产品质量:
ln(qfjht) + σln(pfjht) = φh + φjt + εfjht (2)

其中, qfjht 代表企业 f 第 t 年出口到需求国 j 的产品 h 的数量; pfjht 表示对应产品

的出口价格。 产品固定效应 φh 代表产品层面除质量外其他不可观测的特征, 需求

国—时间固定效应 φjt 代表了需求国的价格水平和收入水平等因素。 通过估计残差

可以得到企业 f 第 t 年出口到需求国 j 的产品 h 的质量 ωfjht , 表达式为:

lnωfjht =
ε
^

fjht

σ - 1
(3)

本文采用 HS2 位码行业层面的替代弹性估计产品质量, 数据来源于 Broda
 

和
 

Weinstein
 

(2006) [41] 的研究。 为了使得不同产品的质量具有可比性, 本文在产品

层面对产品质量进行标准化后, 得到企业对目的国每种产品的出口产品质量

lnqualityfjht 。 将标准化后的产品质量在需求国和产品层面进行加权平均, 可以得到

企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

Qualityft = ∑
h

(Expfht / Expft)(∑ j
(Expfjht / Expfht)lnqualityfjht) (4)

其中, Expfjht / Expfht 表示企业 f 第 t 年对需求国 j 的产品 h 的出口额占企业 f 第 t 年
产品 h 总出口额的比重, Expfht / Expft 表示企业 f 第 t 年产品 h 出口额在其第 t 年总出口

额中的比重。 用于计算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海关数据库。
2. 解释变量与协变量

(1)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 ( treatc × postt )。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由表征企业所

属城市是否为试点城市的虚拟变量 treatc 和表征观测年份是否为 2012 年及以后年份

的虚拟变量 postt 的乘积表示。 原始数据来源于发改委官方网站。 由于 2012 年确定

的第二批试点城市中的延安市、 武汉市、 广州市和昆明市所在的省份为第一批国家

低碳试点省份, 因此本文认为这些城市实际上属于第一批试点城市, 在样本中予以

剔除。
(2) 其他协变量。 一方面, 本文控制了一些随时间变化的影响出口产品质量

的企业特征, 包括企业生产率、 企业年龄的对数、 企业员工数量对数值、 企业资本

密度、 企业出口关税和企业实际有效汇率, 用以计算前述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数据

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 (WITS) 数据库、 世界发展

指标 (WDI) 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 另一方面, 基于国家层面的低碳城市试

点政策的要求和各低碳省份 (城市) 的低碳试点实施方案, 本文加入了一些随时

间变化的城市层面的特征作为控制变量, 以控制那些可能决定城市是否进入处理组

的因素的影响效应, 包括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在地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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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中的占比、 人均耗电量、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城市单位 GDP 二氧化碳

排放密度等。 此外, 本文还进一步控制了可能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城市层面特

征, 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人均科技支出额的对数值、 人均道路面积、 城市在岗

员工平均工资对数。 用于计算城市层面的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

碳核算数据库 (CEADs)①。 为了排除金融危机对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 本文仅采用

2008—2014 年的数据进行估计。 在去掉关键变量缺失的观测值之后, 本文得到了

来自 181 个城市 128
 

595 个企业—年份层面的观测值。 样本中, 低碳试点城市为 22
个, 来自于这些城市的观测值共计 66

 

701 个。

四、 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式 (1) 评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
表 1 第 (1) — (3) 列分别给出了逐渐加入固定效应、 企业层面的协变量和城市

层面的协变量之后的回归结果。 无论加入哪些协变量,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一结果表明,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利

于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1。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与波特假说

一致, 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现有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正向影响的相

关研究 (徐保昌等, 2022; 李梦洁和杜威剑, 2018), 并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

一个来自于碳减排政策, 尤其是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这一特殊环境政策视角的扩展。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Quality Quality Quality

(1) (2) (3)

treat×post 0. 0062∗∗∗ 0. 0065∗∗∗ 0. 0055∗∗∗

(0. 0014) (0. 0014) (0. 0012)

企业层面协变量 N Y Y

行业层面协变量 N N Y

企业固定效应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N 113
 

082 113
 

082 113
 

082

注: 括号内为城市-年份层面的稳健标准误;∗∗∗表示
 

1%的显著性水平; 限于篇幅, 本表中未报告协变量回归
结果及常数项, 完整结果查阅同前; 下表同。

(二) 有效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采用假设政策发生时间提前的方式来验证样本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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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 本文剔除了政策生效以后的观测值, 并假设政策生效的时间为 2011 年、
2010 年、 2009 年, 生成虚拟的双重差分项 treatc × post2011、 treatc × post2010、 treatc ×
post2009, 用其替代式 (1) 中的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可以看出, 当假设政策生效时间提前到 2011 年、 2010 年和 2009 年时, 其对企业

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并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 这表明试点地区企业和非试点

地区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化趋势在政策生效之前并不存在系统性差异。

表 2　 平行趋势检验

变量名称
Quality Quality Quality

(1) (2) (3)

treat×post2011
-0. 0008
(0. 0011)

treat×post2010
-0. 0004
(0. 0009)

treat×post2009 0. 0004
(0. 0010)

2. 安慰剂检验

虽然本文通过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了一系列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的协变量, 以及

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以排除那些既可能影响低碳城市政策实施又可能影

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因素的干扰。 但本文基准模型的结论仍然可能是由一些

未观测到的因素造成的, 即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 本文通过安慰剂检验来验证

遗漏变量可能造成的影响。 本文在 181 个样本城市中随机选择 22 个城市作为虚拟

的处理组, 采用 500 次随机抽取的样本进行回归, 并利用每一次回归结果的系数和

P 值绘制成图 1。 从图 1 可以看出, 500 次抽样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差较大,
且大部分的回归系数为负或不显著, 这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确能够提高企业的

出口产品质量。

图 1　 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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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作者根据 500 次抽样回归结果绘制。

(三) 动态效应

政策制定者及企业更为关注的是该政策是否对经济行为主体产生持续性的效

应, 且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是否能够持续性增长才是关键点。 因此, 本文进一

步考察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施前后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动态

分布。 作为对比, 本文在回归中去掉政策生效前一期的虚拟变量, 动态效应检验结

果见图 2。 从图 2 可以看出, 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生效之前, 政策虚拟变量系数均

不显著, 再次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满足双重差分模型适用的平行趋势假设。 同

时, 从动态效应来看, 政策生效当年,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即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

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明以减碳为目标的环境政策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持续

性的正向效应。

图 2　 动态效应

注: 圆圈代表估计得到的系数, 带宽表示 90%的置信区间。

(四)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了证明基准回归结果的有效性, 本文还进行了其他稳健性检验: 第一, 更换

产品质量估计中替代弹性的取值, 将替代弹性分别取值为 5 和 10 重新估计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 第二, 一些未观测到或难以量化的城市层面的固有属性, 例如城市层

面对环境保护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可能影响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 从而使本文

的基准结果受到来自于这类因素的干扰。 基于此, 本文进一步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

入城市固定效应进行回归。 第三, 第二批试点城市中包括了上海和北京两个直辖

市, 而其与地级市在政府行政权力、 可获得的资源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可能对估计

结果产生偏误。 鉴于此, 本文去掉了来自于这两个城市的样本并进行回归。 第四,
对低碳试点城市的选择综合了地方政府的申请以及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环保状况和试

点城市的地理分布的考量, 因而可能不能满足样本随机性的前提假设。 本文采用双

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 (PSM-DID) 估计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采用近邻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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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 基于 logit 模型估计各城市被选择成为试点城市的概率。 匹配变量的选择

考虑了中央政府实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要求和各城市的低碳试点发展规划, 并参

考了 Fu 等 (2021)、 Shen 等 (2021) 的研究, 包括城市生产总值的对数值, 城市

人口规模对数值, 城市平均工资对数值, 城市能源密度, 用于科技的一般公共支出

的对数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和第

三产业劳动力占比, 采用匹配后的样本对模型重新进行估计。 第五, 一些未被观测

到的其他随时间变化的城市层面的因素, 例如城市内部的绿色产业结构, 可能对本

文的解释变量产生影响。 基于此, 本文借鉴 Chen 等 (2021) [2] 的方法, 采用空气

流通系数作为试点政策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 该指标由各城市的风速和大气边界高

度的乘积得到, 数据来源于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所发布的经纬度栅格气象数据。
前四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均支持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结

论。 工具变量回归的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值为 113. 220, 表明不存在识别

不足的问题,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和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的

值分别为 116. 868 和 82. 801, 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此外, 其检验结果也

证明了本文的基准结论具备一定的稳健性。

表 3　 其他稳健性检验

变量
σ= 5 σ= 10 城市固有属性

(1) (2) (3)

treat×post 0. 0033∗∗∗ 0. 0036∗∗∗ 0. 0055∗∗∗

(0. 0010) (0. 0010) (0. 0012)

变量
排除直辖市 PSM-DID 工具变量回归

(5) (6) (7)

treat×post 0. 0066∗∗∗ 0. 0058∗∗∗ 0. 0657∗∗∗

(0. 0013) (0. 0012) (0. 0197)

注:∗∗∗表示
 

1%的显著性水平。

(五) 排除其他环境政策的影响

同时期的其他环境政策可能会扭曲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

响效应。 在样本期间, 中国针对局部地区制定及实施的、 与本文所研究政策在目标

上具有重合性或者相关性的环境政策包括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 《全国资源型城

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2020) 》、 国家森林城市项目等。 为了排除这三项政策

对基准结果的影响, 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分别加入三项政策的虚拟变量 CET 、
Resource 和 Forest 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4 第 (1) — (3) 列所示。 此外, 行业层面

的环境规制政策通常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优化产业结构的政策手段具有相似性, 从

而可能对本文的估计结果产生偏误。 中国出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行业环境规制政策

是清洁生产政策, 本文根据企业所属行业是否已经受到清洁生产规制, 生成变量

Clean 并加入基准模型中, 得到的结果如表 4 第 (4) 列所示。 由于各类环境政策

在发挥作用时, 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情况, 因此, 本文进一步将前述四类干扰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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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同时放入回归中, 结果如表 4 第 (5) 列所示。 全部结果表明, 在考虑了其他类

型的环境政策的干扰后, 本文的基准结论仍然保持不变。

表 4　 排除其他政策影响

变量
Quality Quality Quality Quality Quality

(1) (2) (3) (4) (5)

treat×post 0. 0060∗∗∗ 0. 0053∗∗∗ 0. 0055∗∗∗ 0. 0055∗∗∗ 0. 0058∗∗∗

(0. 0012) (0. 0012) (0. 0012) (0. 0012) (0. 0012)

CET -0. 0043∗∗∗ -0. 0044∗∗∗

(0. 0013) (0. 0014)

Resource -0. 0036∗∗ -0. 0035∗∗

(0. 0014) (0. 0014)

Forest
-0. 0002 -0. 0007
(0. 0012) (0. 0011)

Clean -0. 0044∗∗∗ -0. 0045∗∗∗

(0. 0015) (0. 0015)

注:∗∗ 、∗∗∗分别表示 5%、
 

1%的显著性水平。

(六) 低碳城市政策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渠道检验

前文提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能通过提升城市绿色创新能力与促使企业使用更

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来提高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通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引入

核心解释变量与机制变量的交乘项对两条渠道分别进行检验。 其中, 城市绿色创新

能力 ( Inno ) 采用各地级市绿色专利申请数量的对数值来衡量, 数据来源于中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 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 ( Quality_ Input ) 的测度方法与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的估计方法类似, 所使用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数据库中记录的企业产品进

口信息。 为了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对两个机制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表 5 第 (1)
列给出了城市绿色创新能力这一渠道的检验结果, 其中交乘项 treat×post×Inno 的系

数显著为正, 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高试点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

城市内部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2。 同时, 城市绿

色创新能力的线性项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本身也有助于提高

表 5　 机制检验

变量
Quality Quality

(1) (2)

treat×post 0. 0012 0. 0049∗∗∗

(0. 0028) (0. 0012)

treat×post×Inno 0. 0018∗

(0. 0009)

Inno 0. 0032∗∗

(0. 0014)

treat×post×Quality_Input 0. 0023∗∗∗

(0. 0007)

Quality_Input 0. 0056∗∗∗

(0. 0006)
注:∗ 、∗∗和∗∗分别表示 1%、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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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表 5 第 (2) 列给出了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这一渠道的检验结

果。 企业使用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有利于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同时, 低碳城市

试点政策与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的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

的实施促使企业在生产中使用更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 进而提高了企业的出口产品

质量, 验证了假说 3。

五、 异质性效应分析

(一) 环境类产品和非环境类产品

由于相比于非环境类产品, 环境类产品的生产过程本身对环境的伤害更小, 因

此在受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规制时, 企业主要是对非环境类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改

进, 从而降低碳排放量。 其可能的结果就是, 低碳城市政策对企业非环境类产品出

口质量的影响效应比非环境类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效应更强。 为了检验这一潜在的

异质性, 本文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标准区分环境类产品和非环境类产品, 并

分别计算了样本企业的环境类产品出口质量 (Qua_ env) 和非环境类产品出口质量

(Qua_ Nenv) 。 替换被解释变量后, 估计结果如表 6 第 (1)、 (2) 列所示。 结果

表明,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环境类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但却能显

著提升企业非环境类产品的出口质量。
(二) 二氧化碳排放密度高的行业和二氧化碳排放密度低的行业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要求企业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如果企业本身属于二氧化碳

排放密度较高的行业, 那么意味着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量。 在企业总成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这一转变可能会对企业用于提高质量方面的

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从而难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为了检验这一异质性效应的存在

性, 本文计算了 2008 年 2 位数行业层面单位工业产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并生成

虚拟变量 Hemit 。 当 Hemit 取值为 1 时, 表明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密度高于中位数。
异质性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6 第 (3) 列,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降低了高二氧化碳排放

密度行业中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提高了低二氧化碳排放密度行业中的企业的出

口产品质量。
(三) 高资源依赖发展模式和低资源依赖发展模式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要求调整能源结构, 降低煤炭消费总量, 增加清洁能源的使

用量并且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但在以资源推动经济发展的城市中, 一方面, 企业所

生产的产品主要基于其资源禀赋优势; 另一方面, 企业在生产中会基于本地的资源

禀赋优势使用污染性更强的传统能源。 当面临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提出的要求时, 这

两方面的原因导致资源依赖度较高城市中的企业需要花费更高的成本改进现有能源

结构, 甚至改变现有产品结构。 因此, 相较于资源依赖度较低城市中的企业, 低碳

城市试点政策对资源依赖度更高城市中的企业的质量提升效应更小, 甚至产生负向

影响。 本文基于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2020) 》 给出的资源型

城市名单, 按照企业所在城市是否为资源型城市生成变量 Resource 。 当 Resource 取
值为 1 时表示企业所在城市为资源依赖度较高的城市。 异质性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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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列, 结果显示,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提高了资源依赖度较低 ( Resource = 0)
城市中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四) 高融资约束和低融资约束

面临不同融资约束水平的企业在受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冲击时, 其所面临的

成本压力同样存在差异。 当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时, 企业无法按照各城市低碳发展

规划的要求进行设备、 技术和生产流程的升级, 进而不利于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

量。 基于此, 按照企业层面的融资约束中位数生成虚拟变量 HFC, 当 HFC 取值为

1 时, 表明企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 异质性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6 第 (5) 列, 估

计结果表明, 相较于高融资约束企业,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更有利于提升低融资约束

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表 6　 异质性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Qua_env Qua_Nenv Quality Quality Quality

(1) (2) (3) (4) (5)

treat×post 0. 0007 0. 0056∗∗∗ 0. 0097∗∗∗ 0. 0065∗∗∗ 0. 0072∗∗∗

(0. 0024) (0. 0016) (0. 0013) (0. 0013) (0. 0011)

treat×post×Hemit -0. 0201∗∗∗

(0. 0019)

Hemit 0. 0047∗∗

(0. 0019)

treat×post×Resource
 -0. 0070∗∗∗

(0. 0021)

Resource 0. 0468∗∗∗

(0. 0172)

treat×post×HFC -0. 0042∗∗∗

(0. 0012)

HFC
-0. 0010
(0. 0006)

注:∗∗、∗∗分别表示 5%、 1%的显著性水平。

六、 结论与启示

采用 2008—2014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 本文利用双重差

分模型首次实证检验了中国的碳减排政策, 即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

量的影响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波特假说, 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

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且该效应主要通过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绿色创新

效应和进口中间品质量提升效应实现的。 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低碳城市

试点政策主要促进了企业非环境类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 同时, 相较于高二氧化碳

排放密度行业中的企业、 高资源依赖城市中的企业以及高融资约束企业, 低碳城市

试点政策对低二氧化碳排放密度行业中的企业、 低资源依赖城市中的企业和低融资

约束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提升效应更大。
本文的研究兼具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启示。 在理论层面, 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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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相关文献, 尤其扩展了有关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微观经济

效应的相关研究。 在实践层面,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增强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实

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国家同时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信心, 也为他们更好地

实行碳减排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决策参考。 其一, 绿色创新效应和中间产品效应是绿

色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渠道, 这就要求各国在低碳城市

政策的设计上, 要重点关注畅通碳减排措施与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传递路径; 其

二, 各国要发展本国国内中间产品市场和畅通中间品进口通道, 以保证企业获得足

够的高质量的中间品来实现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 其三, 政策制定者需要为高污染

密度行业中的企业、 资源依赖度较高城市中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提供更

多的支持和帮助, 以协助其克服在碳减排过程中相较于其他企业所面临的天然

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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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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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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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carbo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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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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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en　 QIN
 

Qing
Abstract: Carbon

 

reduction
 

is
 

vital
 

in
 

alleviating
 

global
 

warming
 

while
 

many
 

develo-
ping

 

countries
 

face
 

the
 

dual
 

pressur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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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and
 

with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created
 

by
 

Chinas
 

low-carbon
 

city
 

pilot
 

policy
 

(LCCPP),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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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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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ms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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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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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framework
 

based
 

on
 

the
 

China
 

Customs
 

Dataset
 

and
 

Chinese
 

Annual
 

Survey
 

of
 

Industrial
 

Firms
 

Dataset
 

from
 

2008
 

to
 

2014.
 

The
 

results
 

show
 

that
 

LCCPP
 

improves
 

firms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through
 

its
 

innovation
 

effect
 

and
 

improvement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im-
ported

 

intermediate
 

input.
 

In
 

addition,
 

LCCPP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firms
 

export
 

quality
 

of
 

non-environmental
 

products
 

and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of
 

firms
 

with
 

lower
 

carbon-emission
 

intensity,
 

lower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fewer
 

financial
 

constraints.
 

Our
 

results
 

help
 

enhance
 

the
 

confidenc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chieve
 

a
 

win-win
 

situ-
ation

 

of
 

carbon
 

reduc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an
 

appropriate
 

environmental
 

polic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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